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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

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结果显示： 参与产

品内分工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分阶段检验

结果表明， 并非参与产品内分工就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其作用的

发挥需要有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ＦＤＩ 和制度质量等相关支持性条件的协同； 产品内

分工主要通过经济增长、 物质资本积累和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等三种传导途径促进全球

价值链攀升， 同时， 产品内分工也通过人力资本 “挤出效应” 和制度质量 “弱化效

应” 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形成了阻碍。 由此， 本文提出加快要素禀赋结构

升级、 完善产业基础和培育服务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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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产品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推动了经济全球

化和各国经济一体化融合， 为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 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 参与产品内分工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刘志彪和吴福象， ２０１８）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 （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以下简称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

普遍属于发展中国家， 主要凭借资源禀赋等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嵌入全球价值链

体系， 存在被全球价值链 “低端锁定” 的潜在风险。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 既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其

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 也需要警惕落入 “比较优势陷阱”。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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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如何充分发挥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参与产品内分工是

否有助于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产品内分工强度影响 ＳＲＥＢ 沿线国

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要传导途径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共建 “丝绸之路

经济带” 倡议背景下， 学术界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文献综述

近年来， 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作用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 但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 主要有三类不同的观点。 Ｍｅｍｅｄｏｖｉｃ （２００４） ［２］、 Ｋａｍ
（２０１３） ［３］、 Ｌｉ （２０１５） ［４］、 邱斌等 （２０１２） ［５］ 通过对亚洲 “四小龙”、 马来西亚以

及中国大陆等经济体的研究表明， 参与产品内分工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 进而助推全球价值链攀升。 与第一类观点相反， 有很多研究指出参与产

品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 Ｌａｌｌ 等 （２００５） ［６］、 李建军和孙慧

（２０１６） ［７］、 杨春等 （２０１８） ［８］的研究均得出了类似结论。 此外， 也有研究指出参与

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 如王岚

（２０１４） ［９］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

链体系过程中实现了全球价值链攀升， 而高技术行业却存在十分显著的 “锁定”
效应。

产品内分工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 已有诸多文献涉及

到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效应， 概括起来主要有： 经济

增长效应、 资本积累 （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两个层面） 效应、 ＦＤＩ 技术溢

出效应、 制度强化效应等， 但目前尚缺乏产品内分工强度促进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

价值链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１） 经济增长效应。 参与产品内分工， 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国

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 其投资于高生

产率、 高技术含量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的能力越强 （Ｈａｌｌａ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１０］； 与此

同时， 其消费水平也将会偏向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产品 （施炳展和冼国明，
２０１２） ［１１］， 因此， 经济增长效应可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助推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

价值链。
（２）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产品内分工， 有机会接触到价

值链体系中更先进的技术、 更高级的合作伙伴和更科学的生产组织与管理模式， 使

本国员工在跨国交流合作过程中获取 “干中学” 的平台、 “干中学” 的机会和 “干
中学” 的动力， 从而逐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唐海燕和张会清， ２００９［１２］； 戴翔和

金碚 ２０１４［１３］）。 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 人力资本具有再生性、 显著的能动性 （卢
福财和罗瑞荣， ２０１０） ［１４］以及创新性 （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１５］等特征， 有助于提升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吸收和知识扩散能力， 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重

要影响。
（３） 物质资本积累效应。 发展中国家普遍凭借资源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作

为资本密集型行业， 资源型产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强度增加可以加快相关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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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积累速度。 尤其是在资源日益稀缺、 能源价格趋涨以及国际能源需求旺盛

的背景下， 资源型产业生产规模和生产强度加大， “资源红利” 效应凸显 （邵帅和

杨莉莉， ２０１０） ［１６］， 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形成有效的物质资

本积累， 而快速的物质资本积累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基础条件。
（４） 技术溢出效应。 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 引进外资并获取技术溢出

效应， 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 具体体现在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和乘数效应等三

条主要渠道。 直接作用渠道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外资企业， 把东道国当成产品

出口平台， 提升东道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谢孟军， ２０１３） ［１７］， 进而促进其全球价值链

攀升； 间接作用渠道是指外资企业通过在产品设计、 生产技术、 生产经营与管理模

式、 营销服务等多个方面对内资企业进行引领、 示范， 并倒逼内资企业在技术、 管理

和销售等方面不断实现提升， 进而促进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此外， 嵌入全球价值

链体系的内资企业可能有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 上下游企业之间也存在技术溢出效

应。 因此， 由外资企业所引起的以上技术溢出效应有望通过产品内分工和产业链接等

形式在内资企业之间产生乘数效应， 持续促进相关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５） 制度强化效应。 在以 “价值增值环节” 为界限的产品内分工模式下， 制度

质量可能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尤其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对制度质量的

要求更 “敏感” （戴翔和郑岚， ２０１５） ［１８］。 而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提升， 可有效保

证合约实施质量， 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被 “敲竹杠” 的风险 （谢孟军， ２０１５） ［１９］。
因此， 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制度质量， 而制度质量越完善的国

家， 越能参与到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 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综上所述， 有关产品内分工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并不能一概而

论， 其效应大小也可能因国家和行业不同而存在差异， 且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

攀升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较缺乏。 鉴于此， 本文利用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

制。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一是研究内容上， 已有文献多集

中于考察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是否有积极作用， 而有关如

何作用即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路径却鲜有涉及， 本文不仅实证考察

了产品内分工与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ＦＤＩ、 制度质量等因素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

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而且也考察了产品内分工通过经济增长等因素对 ＳＲＥＢ 沿线

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五个传导途径， 计算了各影响因素的传导效应； 二是经验研

究上的拓展， 本文将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

参与产品内分工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主要传导途径， 不仅

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经验研究， 而且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一定

的实际价值。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借鉴 Ｓｉｍ （２００４） ［２０］ 和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０３） ［２１］ 的模型， 构建如下跨国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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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ＩｎＧＶＣＰ ｉ，ｔ ＝ａ０＋ａ１ＩｎＤＩＶｉ，ｔ＋ａ２Ｘｉ，ｔ＋εｉ，ｔ （１）

式中， ｉ 表示国家， ｔ 表示年份， ＧＶＣＰ ｉ， ｔ 为 ｉ 国 ｔ 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是

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代理变量； ＤＩＶｉ， ｔ 表示 ｉ 国 ｔ 年的产品内分工强度； Ｘ ｉ， ｔ 为控制变

量组成的向量集； α０ ～ α２ 为待估参数， 而 εｉ， ｔ 则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关于 ＧＶＣＰ 的测度， 相关指标主要有垂直专业化指数、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出

口上游度指数、 全球价值链长度等常用指标，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 ＳＲＥＢ 沿线国

家的实际情况， 本文 ＧＶＣＰ 指数的测算利用李建军等 （２０１８） ［２２］的方法， 为了减少

数据剧烈波动造成的影响， 对 ＧＶＣＰ 取自然对数。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产品内分工强度 （ＤＩＶ） 的测度， 借鉴 Ｙｅａｔｓ （２００１） ［２３］ 的方法并予以适当改

进， 运用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占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产

品内分工强度的替代变量。
３􀆰 控制变量

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过程，
实质上就是根据影响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因素以及产品内分工的传导

途径选择控制变量的过程。 根据产品内分工传导机制的理论逻辑， 即发展中国家通

过参与产品内分工， 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促进了行为 Ｘ， 而 Ｘ 是全球价值链攀升

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产品内分工通过行为 Ｘ 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攀升。 因此， 对发

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传导机制的认识不同， 检验模型的

设定形式和研究结论就可能有别。 但是有理由相信， 如果能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

要影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的重要传导途径尽可能全面地引入回归模型， 那么就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根据已有研究， 产品内分工主要通

过经济增长效应、 资本积累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 制度强化效应等机制促进发展中

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 因此， 我们控制如下变量：
（１） 人均 ＧＤＰ。 用人均 ＧＤＰ 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
（２） 人力资本。 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
（３） 物质资本 （ＰＨＣ）。 实现物质资本积累是一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必然结果

之一， 不失一般性， 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度量。
（４） 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选取 ＦＤＩ 存量数据， 对部分年份 ＦＤＩ 中的零值， 借

鉴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和 Ｓｐ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２４］的方法， 采取加 １ 再取自然对数方法进行处理。
（５） 制度质量。 借鉴李建军和孙慧 （２０１６） ［２５］ 的方法， 计算制度质量综合

指数。
本文选取的上述控制变量不但包含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所有重

要因素， 也基本囊括了目前已被提及的产品内分工作用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传

导变量。 据此， 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模型以检验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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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为了减少数据剧烈波动造成的影响， 对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ｌｎＧＶＣＰ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ＤＩＶｉ，ｔ ＋ α２ ｌｎＰＧＤＰ ｉ，ｔ ＋ α３ ｌｎＨＵＭｉ，ｔ ＋ α４ ｌｎＰＨＣ ｉ，ｔ

　 　 　 　 　 　 　 　 ＋ α５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α６ ｌｎＩＮＳｉ，ｔ ＋ εｉ，ｔ

（三） 数据说明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产品内分工强度测算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制度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人均 ＧＤＰ、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

据库， ＦＤＩ 数据来源于 ＩＭＦ。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 本文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ＳＲＥＢ 沿线 ３３ 个国家①的

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为消除各变量之间的数值差异， 减少数据剧烈波动造成的

影响， 对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 对于个别变量存在数据缺失情况， 采用线性插值法

补齐。

三、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１􀆰 模型设定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 Ｆ 检验、 ＢＰ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及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对面板数据模型

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间进行设定筛选， 利用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标准误估计法和可

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 分别对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估

计， 以纠正可能出现的残差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其次，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对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以保证结果

的稳健性。 由于上述各主要解释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能存在双向作用，
本文按各解释变量被纳入回归模型先后顺序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内生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

内生性检验， 如若某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 则用该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ＩＶ） 予以替代， 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以得到无偏一致的参数估

计值。
采用依次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 以利于逐步观察各控制变量对重点考察变量之

间关联效应的影响情况。 根据表 １， 所有模型均存在异方差性但不存在自相关性，
参数联合检验结果则表明参数整体上非常显著， 而模型 ２ 和模型 ６ 存在明显的内生

性问题， 内生性变量为人均 ＧＤＰ 和制度质量。 因此， 用 ＩＶ－ＦＥ 对存在内生性问题

的两个模型进行估计， 而其他所有模型均适用于固定效应 （ＦＥ）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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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已有文献 ＳＲＥＢ 沿线有 ３９ 个国家： 中国、 蒙古、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

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摩尔多瓦、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阿富汗、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尼泊尔、 不丹、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巴林、 塞浦路

斯、 伊朗、 伊拉克、 以色列、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阿曼、 卡塔尔、 叙利亚、 阿联酋、 也门、 巴勒斯坦、
埃及。 剔除乌兹别克斯坦、 坦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６ 个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

国家。



表 １　 ＳＲＥＢ沿线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对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ＶＣ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ｌｎＤＩ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２∗∗∗

（２􀆰 ５０） （２􀆰 ４４） （１２􀆰 ０９） （８􀆰 ５２） （２􀆰 ３６） （５􀆰 １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１􀆰 ２５９∗∗∗ ２􀆰 ３１９∗∗ １􀆰 ２３３∗∗ ２􀆰 １７３∗∗ １􀆰 ８１８∗∗∗

（１０􀆰 １７） （２􀆰 ０９） （２􀆰 １５） （２􀆰 ５３） （１０􀆰 ０７）

ｌｎＨＵＭ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５

（０􀆰 ３８） （１􀆰 ４０） （１􀆰 ０２） （１􀆰 １０）

ｌｎＰＨＣ
０􀆰 １２７∗∗∗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５∗∗∗

（８􀆰 ２９） （１４􀆰 ９５） （４􀆰 ５７）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１􀆰 ８４） （１􀆰 ７０）

ｌｎＩＮＳ
０􀆰 ０４０

（１􀆰 ０５）

常数项
３􀆰 ６８８∗∗∗ ４􀆰 ９９６∗∗∗ ３􀆰 １４７∗∗∗ ３􀆰 １８２∗∗∗ ２􀆰 ５８６∗∗∗ ２􀆰 ３８１∗∗∗

（１２􀆰 ３５） （６􀆰 ４２） （３􀆰 ０６） （８􀆰 ６４） （５􀆰 ０４） （３􀆰 ５７）
Ｒ２ ０􀆰 ３７８ ０􀆰 ４５０ ０􀆰 ４５３ ０􀆰 ４５７ ０􀆰 ５０１ ０􀆰 ５２１

参数联合检验
（Ｐ＞ｃｈｉ２）

１７０􀆰 ２ １１４􀆰 ３４ ２２０􀆰 ８１ ２３５􀆰 ００ ２４５􀆰 ７２ ２５６􀆰 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Ｆ 检验值
（Ｐ＞Ｆ）

１􀆰 ９０ ２􀆰 １８ ２􀆰 １８ ２􀆰 ２１ ２􀆰 ２６ ２􀆰 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模型设定 ＦＥ ＩＶ－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ＩＶ－ＦＥ
异方差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自相关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ＦＥ 和 ＲＥ 分别表示固定效应和随机
效应， ＩＶ－ＦＥ 和 ＩＶ－ＲＥ 分别表示使用工具变量和 ２ＳＬＳ 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ＦＥ 和 ＩＶ－ＦＥ 报告的参数联合
检验值为 Ｆ 检验值。 以下各表同。

２􀆰 模型估计结果及讨论

表 １ 中的模型 １ 为仅将产品内分工强度纳入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结果显示，
产品内分工强度变量 （ｌｎＤＩＶ）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

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确实存在稳健的促进作用。
模型 ２ 加入人均 ＧＤＰ 变量， 其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其对全球价

值链攀升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而产品内分工强度变量依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依次加入了人力资本 （ｌｎＨＵＭ） 和物质资本 （ ｌｎＰＨＣ） 两个控

制变量， 前者系数为一个并不显著的正值 （０􀆰 ０３５）， 而后者则表现为在 １％水平上

显著的一个正值 （０􀆰 １２７）， 说明相较于人力资本而言， 物质资本水平对 ＳＲＥＢ 沿线

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发挥的作用更大、 更显著。 可能原因是： 其一， 两类资本的积

累途径和程度差异较大。 机器设备、 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可通过引进外资、 直接进

口等多种渠道迅速积累， 因此物质资本投资和积累可在较短时期内收到成效。 而人

力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受限因素诸多， 主要积累途径是本国的长期投资和培育， 而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制造业水平普遍不高， 主要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其

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处于较低水平 （李建军等， ２０１８）， 劳动力缺乏接触先进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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缄默知识的机会， 人力资本积累难以快速完成； 其二， 虽然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大都拥

有较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 但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劳动力资源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国家意义有别，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意味着丰富

的人力资本， 而对于 ＳＲＥＢ 沿线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 劳动力资源

可能仅仅反映出其在初级要素上所拥有的比较优势。 因此， 从长远来看， 能否充分

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 并跨越人力资本积累门槛，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发展中国家

全球价值链攀升状况。
接下来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 ＦＤＩ 变量 （ ｌｎＦＤＩ）， 通过大力引进外资的方式参

与产品内分工， 并寄希望于与外商合资、 合作的过程中通过 “干中学” “技术模

仿” “知识外溢” 等获取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这一直以来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要方式。 模型 ５ 的结果表明， ＦＤＩ 与全球价值链

攀升之间显著正相关， 而产品内分工强度变量依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模型 ６ 引入了制度质量变量 （ｌｎＩＮＳ）， 结果显示制度质量的系数值虽然为正，

但并不显著， 说明制度质量并未起到显著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

用。 这可能是由于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水平普遍不高所致。
观察模型 １—６ 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 可知： 在依

次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 产品内分工强度系数的显著性一直保持在 ５％以上， 而且

其数值也维持在 ０􀆰 ０５９～０􀆰 ０７２ 之间， 未出现较大波动， 这说明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作用， 且在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下， 产品内

分工强度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其次， 人均 ＧＤＰ
和物质资本积累是除产品内分工强度外对 ＳＲＥＢ 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攀升促进作用

最大、 最为稳健的两类因素； 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 分阶段回归及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ＳＲＥＢ 沿线 ３３ 个国家的样本数据， 时期跨度长

达 １２ 年， 而不同阶段 ＳＲＥＢ 沿线不同国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投资贸易环境迥

异， 参与产品内分工强度也有所区别。 借鉴方园 （２０１３） ［２６］的思路， 将研究期限平

均分为 ４ 个阶段， 通过分阶段检验， 进一步明晰产品内分工强度对全球价值链攀升

效应的动态趋势。 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报告结果显示， 产品内分工强度促进 ＳＲＥＢ 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效应并非一

直显著为正。 在发展初期， 参与产品内分工不仅没有显著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实现

全球价值链攀升， 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 观察估计系数动态

变化趋势： 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的 － ０􀆰 ０１８ （未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的 ０􀆰 ０４２ （通过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０􀆰 ０５８
（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再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０􀆰 ０７４ （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 这说明：
其一， 总体而言， 产品内分工强度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

用在逐步增加， 整体处于良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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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参与产品内分工促进 ＳＲＥＢ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的分阶段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ＶＣ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ｌｎＤＩ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４∗∗∗

（－１􀆰 ０４） （２􀆰 １３） （１􀆰 ８５） （１２􀆰 １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１􀆰 ０９８∗∗ １􀆰 ２７１∗ ２􀆰 ００９∗∗∗ ２􀆰 ２４１∗∗∗

（２􀆰 ０７） （１􀆰 ８１） （６􀆰 ３５） （４􀆰 ６９）

ｌｎＨＵＭ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１􀆰 ６３） （１􀆰 ３２） （１􀆰 ４５） （１􀆰 ２０）

ｌｎＰＨＣ ０􀆰 １３７∗∗∗ ０􀆰 ２６１∗∗∗ ０􀆰 ５９２∗∗∗ ０􀆰 ７０４∗∗∗

（１０􀆰 ２８） （５􀆰 ９９） （７􀆰 ３６） （６􀆰 ８１）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１􀆰 ８６） （１􀆰 ３７） （１􀆰 ７１） （１􀆰 ８０）

ｌｎＩＮ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９

（１􀆰 １３） （１􀆰 ０７） （１􀆰 ２０） （０􀆰 ８５）

常数项
９􀆰 ２５１∗∗∗ －５􀆰 ２８４∗∗ ３􀆰 ００５∗∗∗ ６􀆰 ３３０∗∗∗

（７􀆰 ６５） （－２􀆰 １９） （５􀆰 ２７） （９􀆰 ０２）
Ｒ２ ０􀆰 ３３５ ０􀆰 ３９８ ０􀆰 ４１４ ０􀆰 ４５６

参数联合检验
（Ｐ＞ｃｈｉ２）

１６８􀆰 ５ １５５􀆰 ７２ １９８􀆰 ０３ ２０５􀆰 ５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Ｆ 检验值
（Ｐ＞Ｆ）

１􀆰 ９３ ２􀆰 １２ ２􀆰 ２０ ２􀆰 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模型设定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异方差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自相关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其二， 参与产品内分工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需要相关因素的协同作用。 参与产

品内分工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甚至有可能是抑

制作用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人均 ＧＤＰ、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积累和 ＦＤＩ 达到了一定水平， 且制度质量等开始逐步完善， 在这些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 参与产品内分工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会开始慢慢显现并逐步增

大 （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
综上， 分阶段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 并非参与产品内分工就能实现全球价值链

攀升， 其作用的发挥需要有相关支持性条件的协同。 下文具体识别产品内分工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机制及传导效应。

四、 传导机制的经验识别

（一） 传导机制的定性识别

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机制分析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

内容， 因为只有找到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影响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途

径， 才可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助推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目前虽有很多文献研究了产品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理， 但对相关传导

机制的实证研究却十分缺乏。 本节具体验证产品内分工强度通过经济增长、 资本积

累、 ＦＤＩ 技术溢出与制度强化等途径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力求从多个角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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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机制。
借鉴 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 和 Ｇｅｒｌａｇｈ （２００４） ［２７］考察产业对经济增长传导因素所使用的模

型， 结合本文需要， 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Ｚ 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ＤＩＶ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μｉ，ｔ

其中， Ｚ ｉｔ 为一组传导变量集， Ｘ ｉｔ 为一组控制变量集， β０ ～ β２ 为待估系数， μｉｔ 为

随机扰动项。
已有文献对传导机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变量的交互效应， 本文则尝试在模型

中加入一组控制变量 Ｘ ｉｔ ， 以期得到更稳健、 更可靠的结果。 控制变量 Ｘ ｉｔ 是理论上

或逻辑上与人均 ＧＤＰ、 资本积累、 ＦＤＩ 和制度质量等密切相关的一组变量 （详见表

３）。 各潜在传导因素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如下。

表 ３　 控制变量组的定性描述

符号 含义
对应传导

因素
数据
来源

预期
符号

ＲＳＰ 居民储蓄能力， 用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作为替代变量　 人均 ＧＤＰ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

ＥＤＩ 教育投入力度， 用人均教育公共开支占人均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

ＲＤＷ 自然资源依赖度， 用矿石、 金属、 燃料等初级
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表示

物质资本水平
（ＰＨＣ）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

ＩＦＴ 产业基础， 用基础设施作为替代变量， 采用使
用互联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

ＩＮＦ 宏观经济稳定性， 用通货膨胀率作为替代变量
制度质量
（ＩＮＳ）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

（１） 居民储蓄能力 （ＲＳＰ）。 一国居民储蓄能力是其人均 ＧＤＰ 水平的一个重要

反映因素， 因此， 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作为 ＲＳＰ 的替代

变量， 并将其作为人均 ＧＤＰ 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 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２）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ＥＤＩ）。 一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是其教育发

展和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决定因素。 因此， 本文选取人均教育公共开支占

人均 ＧＤＰ 比重作为 ＥＤＩ 的替代变量， 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水平回归方程的控制

变量。
（３） 资源依赖度 （ＲＤＷ）。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普遍依赖自然资源和资源型产业，

走上 “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路径”， 这也是这些国家形成物质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主

要途径。 本文借鉴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１） ［２８］的方法， 用矿石、 金属、 燃料等初级产品

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作为资源依赖度的替代指标， 并将其作为物质资本投资回归方

程的控制变量， 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４） 产业基础 （ＩＦＴ）。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因素有很多， 诸如市场

规模、 制度环境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均是相关实证研究中考虑较多的因素。 本文用产

业基础作为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 用基础设施状况作为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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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变量， 采用使用互联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表示为 ＩＦＴ。
（５） 通货膨胀率 （ＩＮＦ）。 一国制度质量的完善和提升主要受其宏观经济稳定

性的影响。 本文用通货膨胀率表示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 将其作为制度质量回归方

程的控制变量， 预期其系数符号为负。
采取与上文同样的方法检验并处理表 ３ 中各控制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依次

将产品内分工强度 ｌｎＤＩＶ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各传导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最小

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报告结果如表 ４。 观察表 ４ 中各模型， 控制变量 Ｘ 起码通过

了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每个控制变量 Ｘ 的系数符号也符合预期， 说明控制变量选

取合理、 有效。

表 ４　 传导作用实证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ＨＵＭ ｌｎＰＨＣ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ＩＮＳ

ｌｎＤＩ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８∗∗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１∗∗∗ －０􀆰 ０７１∗

（１２􀆰 ３６） （－２􀆰 ５２） （８􀆰 １４） （６􀆰 ４７） （－１􀆰 ６８）

Ｘ ０􀆰 ０６２∗∗ ０􀆰 １６０∗∗∗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９∗∗

（１􀆰 ９６） （８􀆰 ５２） （８􀆰 ００） （－１􀆰 ７４） （－２􀆰 ３１）

常数项
２􀆰 ９６４∗∗∗ －６􀆰 ００５∗∗ ２􀆰 ７５７∗∗∗ １􀆰 ２４９∗∗∗ －２􀆰 ２０８∗∗∗

（１４􀆰 ３３） （－２􀆰 ０４） （４􀆰 ４７） （８􀆰 ２９） （－８􀆰 ７９）
Ｒ２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７ ０􀆰 ４８２ ０􀆰 ３８１ ０􀆰 ５００

模型设定 ＩＶ－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异方差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自相关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表 ４ 显示， 被解释变量为人均 ＧＤＰ、 物质资本和 ＦＤＩ 时， 产品内分工强度变

量系数为正， 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被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时， 产品内

分工强度变量系数为负， 分别在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因此， 产品内分工对人均

ＧＤＰ、 物质资本和 ＦＤＩ 等传导要素有促进作用， 且将挤出人力资本投资， 阻碍制度

质量改善。 下面逐一讨论产品内分工对以上 ５ 个传导要素的作用机制。
第一， 参与产品内分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助推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升全球价值

链。 表 ４ 的模型 １ 显示， 产品内分工强度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５９， 并通过了 １％的显

著性检验， 表明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而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其投资于高生产率、 高技术含量以及高附加值等相关高技术

产业的能力越强 （Ｈａｌｌａｋ ｅｔ ａｔ􀆰 ， ２０１１）， 其消费水平也将会偏向技术复杂度更高的

产品 （施炳展和冼国明， ２０１２）， 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积极促进全球价值链

攀升。
第二， 参与产品内分工通过 “挤出” 人力资本投资进而阻碍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

升全球价值链。 表 ４ 的模型 ２ 显示， 产品内分工强度回归系数为－０􀆰 ０７８， 并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了

“挤出效应”。 这与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 以及 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 和 Ｇｅｒｌａｇｈ （２００４） 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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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资源丰裕的国家 （地区） 更容易凭借 “天赐神粮” （Ｍａｎｎａ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ｖｅｎ） 获

得可观的 “资源红利”， 加之资源型产业本身所需要的绝大部分是劳动技能要求不

高的低廉劳动力， 导致这些国家 （地区） 更容易忽视经济长远发展所需要的教育

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
第三， 参与产品内分工将促进物质资本投资， 进而推动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实现全

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根据表 ４ 的模型 ３， 产品内分工强度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１３， 并通

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普遍凭借资源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在资

源日益稀缺及国际能源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资源型产业生产规模和强度加大， 资源

开采带来的 “资源红利” 效应凸显， 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据统计， 中国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最快的年份年均增速达到 ４５％， 为同期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近两倍。
第四， 参与产品内分工通过促进 ＦＤＩ 流入而助推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回归所得结果如表 ４ 模型 ４ 所示， 产品内分工强度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０１， 并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参与产品内分工将促进 ＦＤＩ 流入，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相关

企业获取技术溢出效应。 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跨国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 实行全球寻

源的外包策略， 将其边际产业或低附加值工序和环节转移到更具比较成本优势的国家

（地区）。 ＳＲＥＢ 沿线多数国家本身技术水平较低， 容易吸引跨国公司的一些低技术产

业， 而这些在发达国家已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业， 技术水平相对不高， 生产技术

可模块化、 程序化， 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这些产业， 可快速实现技术提升和产业

升级。
第五， 参与产品内分工产生了制度质量弱化效应， 进而阻碍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

升全球价值链。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０４） ［２９］在力图解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不断膨胀的跨

国公司内部贸易时指出， 当外部制度质量不完善时， 确切地说， 如果合约实施的制

度质量得不到保证， 从而企业面临着被 “敲竹杠” 的风险增大时， 跨国公司就更

倾向于将中间产品交易以及最终产品生产置于企业内部进行， 以抵消合约制度不完

善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尤其是政治制度质量普遍不

高的现状使得其技术、 知识密集型产业难以引进外资， 参与产品内分工具有明显的

资源依附性 （李建军等， ２０１６）， 而资源型产业容易引发寻租等腐败行为， 并有可

能引发系统性腐败， 弱化制度质量。
综上所述， 图 １ 可以描述产品内分工强度本身及其通过各相关因素对 ＳＲＥＢ 沿

线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根据表 １ 中模型 ６ 的结果， 产品内分工强度对全球

价值链攀升的直接正向影响大小约为 ０􀆰 ０７２。 此外， 产品内分工强度还通过经济增

长、 物质资本积累以及 ＦＤＩ 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 制度质量弱化效应

等， 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二） 传导机制的定量比较

将表 １ 和表 ４ 的回归结果结合起来就可以测算出 ５ 个传导要素的相对影响程

度。 表 ５ 中 θ 列为表 １ 模型 ６ 的 ５ 个传导要素的相应系数， μ 列为表 ５ 中产品内分

工强度分别与其对应的回归系数， θ 列和 μ 列的乘积反映了产品内分工强度分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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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产品内分工对 ＳＲＥＢ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机制

过 ５ 个传导要素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的绝对影响程度， 表 ５ 最后一列是 ５ 种传导

要素的相对影响程度。

表 ５　 传导机制影响程度分析

传导要素 θ μ 绝对影响程度 （θ∗μ） 相对影响程度 （％）

ＰＧＤＰ １􀆰 ８１８ ０􀆰 ０５９ ０􀆰 １０７２６２ ８８􀆰 ４９４

ＨＵＭ ０􀆰 ０３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２７３ －２􀆰 ２５２

ＰＨＣ ０􀆰 １４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６３８５ １３􀆰 ５１８

ＦＤＩ ０􀆰 ０３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３１３１ ２􀆰 ５８３

ＩＮＳ ０􀆰 ０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８４ －２􀆰 ３４３

总计 ０􀆰 １２１２０８ １００

表 ５ 显示， ＰＧＤＰ、 ＰＨＣ 和 ＦＤＩ 三个变量分别是相对影响程度最大的， 即经济

增长、 物质资本积累和 ＦＤＩ 是产品内分工促进 ＳＲＥＢ 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最主要的三

种传导途径， 其相对影响程度分别为 ８８􀆰 ４９４％、 １３􀆰 ５１８％和 ２􀆰 ５８３％， 其中经济增

长是产品内分工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首要传导途径。 与此同时，
参与产品分工通过人力资本挤出效应和制度质量弱化效应阻碍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升

全球价值链， 其相对影响程度分别为－２􀆰 ２５２％和－２􀆰 ３４３％。
通过以上分析， 不难发现， 产品内分工强度是否通过上述传导因素对 ＳＲＥＢ 沿

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积极影响， 其因果关系链条可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 参

与产品内分工是否会对这些因素造成影响； 第二， 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ＳＲＥＢ 沿线国

家全球价值链攀升。 前文结果表明， 参与产品内分工会对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投

资、 物质资本投资、 ＦＤＩ、 制度质量产生影响， 为了证明逻辑更为完备， 本文进一

步分析了这些因素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 经济增长、 物质

资本投资和 ＦＤＩ 技术溢出是参与产品内分工促进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

最主要的三种传导途径， 而参与产品分工也将通过人力资本 “挤出效应” 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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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弱化效应” 阻碍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

五、 结论与启示

利用 ＳＲＥＢ 沿线 ３３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

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１） 参与产品内

分工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２） 凭借资源禀赋优势

参与产品内分工， 发展中国家并非必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产品内分工对 ＳＲＥＢ
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作用的发挥在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ＦＤＩ 和制度质量等因

素的协同下更加显著； （３）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 ＦＤＩ 技术溢出是

产品内分工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要传导途径， 其中经济增长是首要的传导途

径； （４） 参与产品内分工通过人力资本 “挤出效应” 和制度质量 “弱化效应” 阻

碍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影响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因素，

而且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一定的政

策启示。
首先， 必须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避免掉入 “比较优势” 陷阱。 凭借资源

禀赋优势参与产品内分工， 发展中国家并非必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在重视经济

增长、 物质资本积累、 ＦＤＩ 技术溢出等促进作用的情况下， 也不能忽视人力资本的

“挤出效应” 和制度质量的 “弱化效应”， 从长远来看， 能否跨越人力资本积累门

槛， 促进制度质量的完善，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攀升状况，
因此， 必须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其次， 要加快产业基础和服务体系的培育。 参与产品内分工作用的发挥在经济

增长、 资本积累、 ＦＤＩ 和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协同下将更加显著， 因此， 要加快产业

基础和服务体系的培育， 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快、 更大幅度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攀升。 例如， 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快产业集聚， 提升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通过提

供财政支持和金融信贷等措施为相关产业、 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再次， 就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分工，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成为了 “世界工厂”， 全球

价值链地位也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 取得了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理想的分工成

果。 但是， 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在人力资本、 制度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

大差距， 导致 “中国制造” 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阻力，
因此，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质量完善， 通

过人才红利和制度红利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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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ＲＥＢ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ＧＶＣ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ＤＩ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Ｄ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ＲＥ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ＧＶＣ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ＶＣｓ． 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ＶＣ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５０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一带一路” 专题




